「建立香港藝評──從藝評獎風波思考藝評本質、生態、位置與推廣策略」座談會（全文）
日期：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時30分至10時30分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低層地庫何鴻章排練室

主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下稱IATC）

場地支援：香港藝術中心
主持：
張秉權（資深演藝文化工作者，現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

嘉賓（筆畫序）：
曲飛（資深劇評人、101arts.net藝術新聞網創辦人兼新聞總監）

李海燕（舞評人、香港文化監察主席）

周凡夫（資深文化藝術評論人、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創會專業成員及副主席）

洪思行（樂評人、本地無伴奏音樂組合「CM Singers」和「Zense」的成員）

鄭政恆（影評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

鄧正健（劇評人、文學雜誌《字花》編輯委員會成員）

盧偉力（戲劇藝術工作者、藝評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電視系副教授）

整理：張慧妍

張秉權：

今晚座談會大致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先請周凡夫、鄭政恆談談我們是否需要藝評獎，這次風波對藝評界以至社會帶來甚麼啟示；第二部分盧偉力、鄧正健會分析藝評的公共性、藝評與社會的關係；最後就由曲飛、李海燕、洪思行談藝評的現實處境、藝評的危機與契機。

周凡夫：

怎樣設獎是很重要的問題，要真的幫助藝評本身。藝評最好能夠從小學、中學開始做，因為藝評基本上是一個訓練。藝評訓練不一定要把藝評看成一個專業，但其專業性的要求卻很高，如寫電影評論要明白電影，所以藝評定義上存在著問題。

如果藝評包括電影和視覺藝術，它們其實是很不一樣的，就如舞台藝術的特性與視覺藝術或電

影的最大差異就是其不可複製的「一次性」，同一個表演不同場次也可能存有很大差別，然而同一部電影在多年後也是一樣的，所以寫演藝評論與電影評論已是不盡相同的事，更遑論視覺藝術評論了。因此不論廣義或狹義，寫藝評最重要的還是訓練。
做藝評是要累積經驗的，若設立獎項時，先要思考藝評的特質。寫藝評有如跑馬拉松，所以設獎就要考慮如何鼓勵那些願意堅持寫的評論人，以培養藝評的風氣與水平。我們至少要帶出一個觀念，就是寫藝評並不是三分鐘熱度的事。這可能不是你的終身事業，但我們亦要修正批評「寫藝評不能糊口」的想法。同業不時埋怨寫藝評不能糊口，由此認為社會不重視藝評，然而是否藝評能糊口就重視藝評呢？又不然。縱觀世界各地能以藝評糊口的人絕無僅有，那些足以糊口的藝評人背後往往是有很多其他工作支撐的。
其實藝評人的身分對整個人生是有很大幫助的。我常認為中、小學應該就要有藝評課程，因為這影響一個人的質素，怎樣看自己，又怎樣看世界、社會，這就再不是糊口的問題。即使有五萬元的獎金，都會有用盡的一天，幫助著實不大。回歸藝評的本質，社會強調鼓勵大家參加藝評活動的原因並不單單是食飯或藝術發展的問題，而是每個人參與藝評的態度。如要設立獎項，我希望能集思廣益，大家想想用甚麼形式可以鼓勵更多願意長期參與藝評工作的有心人。

鄭政恆：

或者我可以用影評界的視野與大家作交流。剛才周前輩提到鼓勵寫藝評是長線的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立差不多二十年，長線的重要項目有二，一是每年有學會大獎，二就是出版年度回顧。IATC有戲劇年鑑，我們亦有電影回顧，以作為一個紀錄。

每一個藝術範疇都有自家的評論方法，我更想談談機制的問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獎的基本原則是公開性。以每年的學會大獎為例，我們會花一天的時間去討論各個獎項，而且一定有文字紀錄，過程中並沒有黑箱作業、主觀意願、裙帶關係、利益輸送等。獎項是要面向大眾的，頒獎不是一場表演，而是要告訴大眾何謂好、何謂不好，這亦是評論人重要的責任。這是歷史文化記憶很重要的一環，我們要告訴社會大眾甚麼藝術遺產是我們要珍惜重視的，甚麼值得繼續研究。

我們都辦過電影評論比賽，分了兩輪評審。評判班底的組成很重要，不可以被某類聲音主導，評審是應該是多元的、具開放性的。頒獎前有很多準備功夫，如評委需要商討年度內較重要的作品。

藝評當中是有公共性的，特別劇評、舞評、樂評等是有別於影評的，它們有其即時性，要把握機會與公眾溝通，考慮即時對話的可能，要不就會失去了理想的讀者群。

張秉權：

從嘉賓的發言，可見有沒有獎項是不重要的，重要是如何設獎，還要有嚴謹的態度。

周凡夫：

九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有即時現場轉播音樂會並即場評論的節目，我們會找個樂評人現場點評剛直播的音樂會。沒有繼續做是大概是因為資源調配問題。我作為主持堅持邀請嘉賓或是表演者要有酬金，尊重評論是一個專業要求。後來就無以為繼，不過這是很即時性的做法。IATC都討論過未來發展藝評可以用網上的形式，委約固定的藝評人於演後在網上發表短評。這個形式亦可以累積下來，供日後頒獎作參考。
張秉權：

事實上，八十年代劇評人梁文道和家書，都試過在演後於劇場即時派發印了評論的單張。 

盧偉力：

我就接著談即時劇評吧。歐洲十九世紀初，浪漫主義興起時，當時有些評論人看過表演後就會即時寫評論，然後印做單張在劇場門前派，所以那種即時與觀眾溝通的需要跟藝評工作是有著關係的。當然，其中一個本質是與浪漫主義時代的思潮有關，因為這時期之前是沒有類似的活動的。

最震撼的是當一個劇完結，就能立即引起整個城市的話題。因為當時大眾的娛樂或論述焦點就是劇場和音樂廳，所以每一城市都有一個「City Hall」，而每一個City Hall都會安排節目。其中一個較著名的City Hall負責人就是歌德，他聘請了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當戲劇指導，負責為一星期的演出寫劇目、導賞，作小型的印刷經營，觀眾在進場前就可以買。他做了一年寫了一百多篇，後來以這些文章輯錄成的《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更影響整個世界後來的論述，甚至思潮，所以劇評的公共性是毋庸置疑的。

為何劇評可以有這種公共性呢？因為它是觀念形態、審美活動；它還是論述的行為。即使在一個沒有印刷的地方，口頭相傳都可以有評論活動存在。甚至沒有劇場演出，仍然可以有評論。通過文字、語言（話語）論述，就涉及到媒介問題、生產論述的工具屬於甚麼人，雖然有公共性，卻不完全屬於公眾，因為大眾不能即時擁有。涉及論述和思想審美部分，那就相對與公共性更接近，康德都提過自由意志是存在的。當我們肯定評論是一種觀念形態、審美活動，其公共性在相對來說要有一種透明（度）……為何我們說評論活動是屬於所有人？這是涉及到價值的問題。

鄧正健：

我們當然可以用學理去討論劇評的公共性，但實踐上又怎樣運作呢？我在獎項公布後兩三天發表過一篇文章，我看到兩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很多人在Facebook分享和留言，第二就是罵我為何要放過賈選凝。社會好像突然關心劇評起來，事實上又不然。原來在社會上談公共性，可能要問，我們身處的社會，大眾究竟關心甚麼？我們又如何令不關心的人去關心？
之前的講者都提過早在浪漫主義時期，或是較近一點的梁文道、家書都會在演後派發評論，其實現在仍有類似的活動，我也參與不少演後座談會，另外網上都有不少即時的回應。其實劇場有很多觀眾，他們都很有想法，卻不敢面對分析性的問題，他們不太熱衷於將戲劇作為討論的對象。

Facebook上的討論大多集中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對藝術上的討論就不太有興趣。其中一個常見的論點就是，藝術欣賞是個人的事。我估計這與藝術置於個人生活的位置有關。去劇場在個人生活的意義是甚麼呢？他們不打算通過藝術活動去提升個人，或因應藝術作品去回應社會問題。

香港的討論風氣很興盛，但都集中於政治議題，政治是值得討論的，但社會在公共層面上只集中討論某些面向，而擱置其他範疇，社會會怎樣？藝術評論是關乎判斷力，如果在藝術評論風氣好的環境下，大家可用藝評的判斷方式去判斷社會、文化、政治，這會有更完整的判斷力，考慮會更全面，我想藝評的公共性就在這裡。
曲飛：

中學教育改制後有些學校已開設戲劇科，但似乎教材的內容就並不全面地包括評論一環。他們會透過戲劇手段去達至某些學習效果。香港某些藝團在現實運作上亦有推動戲劇教育、戲劇欣賞，但不足的是一些戲劇教育工作者教年輕人怎樣演戲，而不是教他們「看戲」或如何分析，這是一個基礎上的錯誤，以致教育仍在一個淺層的位置。香港教育制度太遲讓年輕人接觸哲學，使其沒有強烈的獨立批判鑒賞能力。

至於藝評獎方面，可參考區惠蓮等的文章，文章提到整個獎項的原委，然後才有賈選凝的事件。站在我的角度，我覺得要多謝賈選凝，因為好的評論是要引起更多的評論，事實上她成功令香港更多人討論藝評。
我從事新聞業廿多年，曾在管理層提出開發文化版，但現實情況是文化版不能賺錢，所以現時的文化平台是少的。香港曾經有像樣的文化雜誌，但不能持久。政府是需要長期資助，不是一、兩次的資助。說到尾就是政府沒有承擔，因為沒有一個決策局去負責。現時的持份者有藝發局、康文署、民政事務署，但它們卻互卸責任。現在一些事情要去到白熱化才有人討論，藝評如是，政治如是。

香港的公共性是有偏頗的，可以做的就是盡量透過互聯網、平台、一些較知道公道是甚麼的機構去推動。評論最重要的是公眾的參與性，而不是評論人的論點。我們的旗艦團一年有這麼多資助，其實可以嘗試聘請一個全職的劇評人，透過這種運作去研究整個生態。不同時代有不同手法去做一些所謂浪漫的事，任何人任何時間都會發生，問題只在於如何引起群眾去參與。香港有很大的空間去處理契機，但最大的危機是當權者、持份者有沒有膽量去嘗試，只要有的話，香港的評論生態可以走得更遠。另外一個危機是，大家要清醒，不要淪為政治工具。當你的評論有一定的影響力，古怪的事就會自然走近，所以我們必需要有警覺性。

李海燕：

我喜歡談價值觀問題。香港主流價值觀好大影響力。不論是剛才的教育問題，還是「我想看戲，但又要供樓」，這些都是價值觀問題。現在大家談論的是輿論之中演變的事，其實市民都覺得評論與他們無關。如果我們超越不了，就難以走下一步。對我來說，這就是價值觀問題。

我又想談談我們作為藝術家、評論人、觀眾，我們在三個角色之中是否恰如其份？又會否幫助評論發展？作為舞評人，我常問自己甚麼是評論。如果我們抱著目標去批評，即引發討論，評論應該引起更多評論，才能發揮功能。我想這與訓練有關，評論的作用是將實踐提升到理論層面，但如果沒有那個思維就很難做到了。現在人人都有個平台發言，我們有否盡自己的責任說話？寫藝評是要有承擔的。寫藝評不是比藝術家、觀眾高級，評論終歸是橋樑，而置自己於高處是很危險的。缺乏對話的評論亦不能發揮應有之作用。

從事藝術或被評論的人有多少氣度，亦是要討論的。我覺得很多時候被討論的藝術家有少許心胸狹窄，跟現行的撥款機制很有關係。如果接受藝發局資助，尤其是一、兩年那種，一年要做多個節目，又要有一定數量的觀眾。這個情況之下，如果被藝評人在公開平台批評，可能下次討論資助時就會受影響，又會在下次節目派評分人員，而評分報告就會永遠影響藝團。這種制度會影響藝術家接受建議的量度。

這又回到價值觀問題。香港的藝術環境這樣，的確不利於評論。如《文化現場》，我從前在裡頭工作。我們最後沒有政府資助，惟有靠賣書。免費的時候很受落，但收廿五元就沒人買。這些現象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洪思行：

我是有參加藝評獎的。先說說我為何會參加吧。作為一個剛寫藝評的新人，最緊要就是機會。當有藝評獎時，我沒怎樣考慮，甚至獎金的多少、評審的組成等，這些我都不會考慮，尤其是這是藝發局牽頭的比賽，我自己覺得這個機會是不可錯過的。

回到題目，我不會說現正面對的是危機，我想是困境。現時最大的藝評困境是批評的被動，好像今天的座談會都是被動的，即使沒有藝評獎的風波，其實這場座談會也可以進行的。作為藝評人不應該只是單一評論個別作品，而應該是具備能力去批評整個現象、生態，去領導討論。不是有事情發生才去評論，這樣就太慢了。值得討論的事情，沒事發生也應該被提出。這亦涉及藝評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媒體都要看讀者的興趣，或者編輯、記者不熟悉這個圈，我們認為是問題的東西他們不認同。

另外我是有參與音樂活動的，可惜的是圈子裡的人對藝評的關注亦不多，除非跟他們有直接關係的。藝評雜誌方面，我覺得它們不夠深入，內容詳盡與否、專題的連續性等問題，都是蜻蜓點水多。這亦與讀者、版面有關，絕對是可悲的事。這與文化氛圍有關，並不是一、兩年可以解決的。回到教育問題，我們絕對需要長時間教育和培訓，去滲入、改變。

張秉權：
總結剛才講者們的發言，提到公共性、即時性。藝評人的自我操守要求，既要有堅持，又要相對地浪漫。組織方面提及，政府、報刊、旗艦藝團，亦討論到教育問題。我一直沒有離開教育圈子，香港今天的戲劇教育，在學校的推行其實已經比從前好多了。我們看的事可能不理想，但現象的背後可能有些事已經在慢慢改變社會。我見到是次藝評獎得獎人之一梁偉詩在座，可以就這件事發表一下你的看法嗎？另外我們也歡迎台下觀眾發言。
梁偉詩：

當天在藝發局接受藝評獎時，三名得獎人都有機會發言，到我發言時，我不想多講文章，我真正關心的是香港藝評的生態，因為香港藝評空間萎縮得好快，如藝評雜誌《打開》​、《文化現場》等後來又再沒有資助，那麼我們香港藝評有甚麼空間去落地生根呢？政府沿用的思維是否只是投資刊物？還是有其他破格的思維？我覺得這是較為重要的。

香港各個界別的藝評人正在競逐現有的文化版面和評論空間，如果他們經常不能夠取得發表空間，就會慢慢脫離這個行列。我當晚曾問，既然這是現在的生態，作為藝術評論組別的主席，林先生有沒有長遠的想法？有沒有推動藝術的藍圖，可以令評論人有自己發展的空間？經驗告訴我，機會是最緊要的。

俞若玫：

我對IATC和今天的討論本來好有期望，但為何廿年前談論有關藝評空間、教育的問題，到今天仍然在空泛地討論？眼前的建制出現了問題，為何IATC沒有採取行動可以對應這個漏洞？出了這樣一件事都沒有人要下台負責？我都好希望藝評可以正如盧博士所言，能夠成為整個城市論述的、甚至是生產思潮的焦點，但這看來只是理想。到底現在有沒有具體的事情可以做？為何沒有人要求藝發局站出來解釋？我以為今晚這討論會談及這些問題。我感覺今天的討論迴避了藝評與政治的關係。

韋志菲：
我曾在藝發局工作，知道多年來都用了很多方式推動藝評，對我來說最不足夠的是藝評的發表空間和平台，文章寫了出來是要有讀者的。剛才的討論有兩點觸動了我，一是藝評書寫的決心，二是較有資源的大型藝團，是否可以幫助推動藝評發展。藝評從來是不會獨立於藝術的。
盧偉力：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在浪漫主義時代，在劇院裡兩幫人在討論是常見的……他們會討論「戲劇

是甚麼」中國三十年代都有類似情況。當處於社會的變動時期，某些論述若能刺中大眾關心的

議題，討論可以很多……但我覺得今次很多討論沒有刺中核心，賈選凝的文章最大問題是偷換

概念，我發覺沒評論人可以指出這個問題。其實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低俗喜劇》，而是我們能

夠包容《低俗喜劇》。評論的力量在於點出重要的觀點，而觀點一經點出即為所有人具備，成為

思想磨練。我覺得評論未必是小眾的事情，從事評論的人不多，但裡面帶出的論述是屬於大多

數人的，如果我們能讓多數人接觸，這就是改變社會的力量。

葉華英：

從這次事件，我覺得藝評人和社會要問的核心問題，是要關心藝評和作品對香港的意義，即是對本土性的關注。
Ada Chan：
我主要參與的藝評活動有兩類，一是演後談，二是寫藝評。演後座談會反應是很好，但寫評論的感覺很孤獨，沒有什麼回應。IATC《藝PO》的模式很好，寫完評論，導演和其他人可以回應，引起交流。劇評應該是引起討論的開始。寫劇評想要的是回覆，這樣才開心。IATC可以主動一點，當中間人，拉近觀眾與劇場人的距離。

胡麗雲：
我首先想知道梁偉詩在頒獎禮上，曾問藝發局藝術評論組主席林沛理對藝評的看法，他有沒有回應？另外是我想知道今晚的討論活動不見有藝發局的代表出席，請問情況是如何？另外，我想說的是，民間組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可能很多時都需要他們先去推動，成為主導，有股力量令社會關注，讓政府感壓力。獎項是需要的，讓社會知道之餘，亦可推動氛圍。評審的機制坊間有很多平台供參考，並不是不能解決的。（IATC補充：活動已知會藝發局。）
鄭政恆：
俞若玫提出的問題我覺得是重要的，發表平台、教育的缺乏說得太多了。我覺得事件關乎問責，

林沛理在這件事上出了這樣大的問題都可以不下台，是因現在只有問責的口號，但沒有問責的

機制。在座的藝術界人士，除了考慮（在今年的藝發局選舉）參與選民的身份外，有沒有人

開始醞釀參選今屆藝發局藝評獎的主席？IATC都有這個責任去引起大家的關注？當然最後都

要交回民主選舉的程序，而不是「欽點」，這樣才有認受性。另外是我想回應俞若玫，我寫的

影從來都是關乎政治的，這太重要了。

鄧正健：

從事藝術或藝評，大家會花很多時間從事自己的創作，但推動社會行動的力量卻很低。我來參

與這討論會前，曾問IATC會有甚麼跟進，當時所知是沒有很實質的行動，可能是後續的討論，

但這些很多時會讓人有紙上談兵的感覺。我們知道可能有些組織去做事會受限，但面對沒有誠

意的建制，我們只可以從民間去表達聲音，但既然大家都關心這件事，而又將要舉行藝發局的

選舉，有些事情可能在這時間可以發生，大家要問問自己可以做到甚麼實質的事。
梁偉詩：
我回應剛才的提問，林沛理當日曾表示會有第二屆的藝評獎，但有關藝評發展的藍圖他就沒有

正面回應。然而當日有很多媒體在場，但事後報導卻沒有提到他未有回應有關藝評發展藍圖的

問題。

謝傲霜：

我是當天有參與藝評獎發佈活動的媒體之一，我想補充是林有提過可能有新的藝評空間，亦聽聞曾接觸主流媒體尋求合作空間。

馮顯峰：

政治評論會較受注意是因其流通性大，而藝評涉及美學討論，但這方面的認識對一般讀者來說很薄弱，即使我是哲學系的學生，這方面的訓練亦不多，所以對於藝評的定義仍然是不清楚的，當大眾未能介定怎樣是一篇藝評，比賽又可以怎樣（推動）呢？另外，藝評不一定只存在於紙上媒體，而現在還有多少人看紙上媒體？我私下做過統計，發展每月有關舞蹈的文章最多可達二十篇，數量不少，但因主要是刊登在某幾份報章，而報章讀者不多，文章流通的可能性很低，讀者自然會對藝評有疏離感。從這方面去思考，藝評是否一定要依賴文字媒介？大學有些演後討論的小組亦很活躍的，雖然參與者不一定會寫文章，但我個人覺得氣氛其實並不太差。

吳美筠：

我想問我們為何仍然在「抓著」官方呢？實際點來說，IATC仍接受藝發局資助，如果去「抓破」官方的面，情況會是如何？因此我想問藝評是甚麼？我覺得我們很需要自由的空間，就是所謂的公共性，剛才所說的媒體等的限制，我們已經把藝評放了在一個被消費的狀態，我想說，其實藝評在本質上是需要一種離開官方的自由的。IATC成立初期是甚麼資源也沒有，我是很懷念這種浪漫的，不用理甚麼官方不官方，有問題就要說出來。二十年來我們走到這一步，比較起來我們現在不能說「沒有」甚麼，而藝評人的身份亦隨著發展會帶很多頂帽子，很難避開所謂官方的帽子。我可以想像如果劇團有駐團藝評人，其身份亦會是官方的，這位藝評人怎樣去評自己劇團的演出？藝評人要保著工作，還是藝評的自由精神境界？這是很現實的。

鄧正健：
《字花》的經驗是有一年被削資，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去指出藝發局的撥款制度有問題，不論對外界或是和局方討論，最後成功爭取資助，目前《字花》仍然存在。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的，是看大家做不做。

周潁榆：
現在只要有人肯寫都會被定義為藝評人，我覺得堅持和浪漫都是很好的，但藝評的水平都很重

要，藝評人要自我檢視，不能堅持去寫些水平不高的文章，換成讀者他們都不會想看。這是很

基本的，要寫得好才有人看。另外藝評不一定侷限於寫作品，亦有很多現象值得藝評人去切入

和討論，這是我寫藝評的宗旨。

潘藹婷：

我是被今天討論的題目吸引而來的，好像對未來投射出一幅美好的圖畫。我是有點奇怪，當林

沛理把藝評獎資源和IATC年度行政資源相提並論，IATC為何沒有回應？即將舉行的藝發局的

選舉對藝評可能是契機，我想知道IATC的立場是怎樣？

莫美嫦：

有時讀者其實缺乏途徑去知道有甚麼藝評，我想知IATC會否考慮在場刊中發佈訊息，讓觀眾知

道可以在那兒看到有關這個作品的評論？對於藝評水平的提升我認為是重要的，我都想知道甚

麼才是好的藝評，因此IATC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公開的藝評資料庫。
Joseph：
我覺得藝評在網上的發展空間是可以很大的。

小西：

藝評人是很愛討論事情的，所以可能會令IATC這組織未有即時回應事件。藝發局藝評組目前是沒有資源在手的，有些事情的推動可能要花多些時間，這是在制度上的結構性問題。固然這個藝評獎是有問題的，但是與目前的狀態有關，同時，手上沒有資源亦很難討論藍圖的問題。總體來說我對藝評未來的發展並不灰心，問題是老問題，但整個環境是不一樣的，藝術教育、網上媒體都是契機。

盧偉力：
除了官方掣肘外，人的心靈、自私可能是最大的敵人，從事藝術的人都有很多複雜心理層面。

作為藝評人，我們是在一個噪音世界裡發聲。我們不能要求世界沒有噪音，但怎樣在噪音裡發

聲仍然能夠有人聽到、仍能發聲，這就是關鍵。

曲飛：

較早前鄧樹榮在《信報》文章提到，目前香港大部份的藝團，在某程度上都是社福機構、會有

制肘，所以民間力量好重要，要起監察的作用。我們不妨在
這裡玩個小遊戲，大家在座都清楚

藝評獎事件，認為林沛理要下台的請舉手。現在所見，在座約四十多人，有半數人表態，這些
聲音可以再訴諸社會。
洪思行：
我覺得大家可參考反國教這個政治事件，它是由一小撮人發起，透過堅持令更多人回應，最終成功推倒國民教育的推行。我覺得大家不妨浪漫一點，有可能會改變目前的狀況。

張秉權：


IATC在這事上的回應較慢，因為我們組織內部都有很多討論。有關回應的快與慢，有些慢是需要的，是機制的問題，有些則是我們有意慢去讓事情沉澱。我個人覺得今次事件不純粹是林沛理的問題，更是反映了機制的問題，藝評組沒有人參選，林沛理由政府委任，這是我們作為藝評人要思考的。
